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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历史错综复杂，

但纵观数千年来政治伦理思想的萌芽、发展与

变迁，不难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并非孤立存在、更

非杂乱无章，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当

然对这种规律性的把握难免会有“以偏概全”和

“先入为主”之嫌，但从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发展

中找到规律，并汲取有益于国家治理的思想资

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与

社会历史同步发展

自先秦以来，我国伦理学家进行理论研究

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追求书斋式的学问，而是

寄希望在国家和政治的层面施展抱负，这才有

了子夏“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名言［1］458。

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政治伦理思想往往服务于政

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其表现出与社会历史基本

同步的发展特征。这一点在汉代政治体制的变

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公元前 202年，刘邦在垓

下之战击败项羽，建立了汉王朝。传统史学观

点往往认为汉承秦制，但事实上，汉初的很多政

治制度安排与秦朝相比差别甚大。如在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问题上，秦始皇认为夏商周三代以

来的分封和世袭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失去

了拱卫中央的作用。基于此秦朝废除了三代以

来的分封制，全面推行由君主任免和中央直接

控制的郡县制。然而，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却没

有沿袭秦朝的郡县制，而是采取了郡国并行的

混合体制。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形势所

迫。刘邦为了击败实力强大的项羽，不得不联

合其他诸侯王，甚至不惜用列土封疆的手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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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制项羽。公元前 202年，刘邦在六大诸侯王的

拥戴下登基为帝。这些诸侯王不但占据了函谷

关以东的广大土地，而且拥有对属地的行政管

理权、金属开采权、赋税征收权和军事指挥权，

享有高度自治权。此时汉帝国的体制更像一个

松散的邦联。这些都给帝国的稳定造成了极大

的隐患。尽管在后来的平叛战争中，所有异性

诸侯王均被消灭或者撤销。然而，接下来刘邦

并没有把王国的土地变成郡县，而是将自己的

兄弟和子侄派往各地为王，先后分封了九位同

姓诸侯王，用以拱卫中央政权。为了保障这一

体制的长期运行，刘邦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

“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好景不长，汉文

帝三年（公元前 177年）和六年（公元前 174年）

分别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

事件，汉文帝面对的严峻形势与当初的刘邦颇

为类似。为了缓解和消除帝国面临的巨大危

机，梁怀王太傅贾谊呈上了自己关于解决这个

问题的见解，这便是著名的《治安策》。透过歌

舞升平的表象，贾谊看到了帝国潜藏的三类巨

大危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

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中首当其冲“可为痛

哭者”指的就是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贾谊

认为强大的诸侯王的存在从根本上破坏了君尊

臣卑的伦理纲常，无疑会造成国家的混乱。要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削弱诸侯王的实力，

即通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式，削弱诸侯

王的实力，才能够明确君臣之礼［2］123。遗憾的

是，当时汉朝中央政权所直接管辖的区域，不管

是土地、人口还是财富，都无法与众诸侯王相提

并论，为了尽快恢复国家元气，同时也为了避免

再次发生叛乱，汉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建

议。在国力逐渐恢复的基础上，汉文帝借助齐

王刘则死后无子的有利时机，重封齐王和淮南

王，将齐国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正式拉开

了削藩大幕。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年），官拜中大夫

的主父偃沿着贾谊和晁错的削藩路线，第三次

提出了削藩建议。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的基础上主父偃提出了“推恩令”，即诸侯王除

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可以推“私恩”，将封

国的土地分给其他的子弟为列侯。按照汉制，

列侯的封国隶属于郡，与县相当。与晁错强硬

的削藩主张相比，主父偃的主张实现了王国小

宗成员的利益均沾，诸侯国将会从削藩的阻力

变成有效的推动力。果然诏令一下，诸侯王纷

纷奏请分国封子弟。这一政策不仅使诸侯国的

土地和实力大大缩小，国力大减，而且获得了诸

侯王的普遍拥护。至此，困扰汉王朝一百余年

的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被彻底根除。从贾谊

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到晁错的“削亦反、不

削亦反”，再到主父偃的“推恩令”，终于使得汉

朝的政治管理体制从汉初弱中央、强地方的郡

国并行体制，一步步回到了秦始皇时期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君臣之间的

伦理关系重新得以整理，以君主为根本与核心

的伦理纲常重新得到确认。在此之前，尤其是

刘邦时期的汉初政治体制，某种程度上类似于

夏商西周时期，天子只是天下诸侯承认的共主，

本身直接统治的土地是很有限的，并不具有管

理诸侯国的权力，仅仅是在诸侯王国世代继承

的时候给予合法性的确认。随着推恩令的实

施，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终于经由

主父偃的建议变成现实，并成为历朝历代秉承

的基本原则，影响深远。司马迁在著述《史记》

的时候就受到了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其撰写五

帝本纪的时候，在确切史料缺乏而导致五帝之

间血缘关系存疑的情况下，将颛顼、帝喾、尧、舜

描写成了黄帝的后裔，进而将汉武帝之前中国

两千多年的历史变成了统一的黄帝世系，也是对

华夏文明正统性地位的佐证。不管后现代史学

的“史为文也”的主张，还是观念史研究的“可超

越”意识，都无法否定思想研究的基本规律和史

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即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发展。

二、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在

思想文化演进中优势发展

如果说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伦理主

义，而政治的伦理化与伦理的政治化又使伦理

与政治始终纠缠在一起，那么政治伦理思想在

中国思想的演进过程的优势发展就成为一种必

然。早在上古时期，具有人格化的“天”成了人

类社会一切道德的最终来源。“天子”是上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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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管理人间的统治者。因此天子统治民众的合

法性来源不在于民众，而在于上天的意志。正

因如此，面对“天子”的统治，民众便只有同意的

权力，而没有反对的权力。人的命运都是上天

提前安排好的，诚如子夏在《论语》所指出的那

样，“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286。尽管孟子在民

众权利方面进了一大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以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

要民本思想［3］288。但不论是孔子倡导的“仁”还

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本质上依然是利用神秘主

义中人格化的“天”来服务于君主的统治需要。

然而，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荀子，

却在当时科技水平与人类认知非常有限的情况

下，公然指出所谓天道不过是统治者的“文饰”

而已。在《荀子·天论》篇中，荀子将观察的对象

从道德个体、国家政权上升到了抽象的天道，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

吉，应之以乱则凶”［4］109。无情地戳穿了统治者

利用民众迷信上天来编造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谎

言。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对那个时代诸

侯利用自然现象装神弄鬼的事情进行了批判，

揭露了政治虚伪的一面：“雩而雨，何也？曰：无

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

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

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

吉，以为神则凶也。”［4］268-269因此，君主要保有天

下就必须让国家安定而非动乱，要实现国家安

定就必须要有真正的功绩，真正的功绩就要在

“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制天命而用之”。尽

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改造传统儒学思想的时

候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而摒弃了荀子的重要

思想。不过，作为先秦时期唯物主义思想的首

倡者，荀子的政治伦理观直接影响了汉代王充

等人的天命观，开启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政

治伦理思想的先河。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制定了一

整套的礼仪规章制度来确定朝廷君臣之间的伦

理原则和行为规范。这一全新的政治伦理规范

完全不同于上古三代以分封制和血缘关系为基

础的宗法制度，而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君主

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布衣出身的刘邦由于

认知水平的原因，对秦以来的伦理规范并不认

同。《史记》记载，早在刘邦南征北战时期，身边

的儒士陆贾常常在其面前引述《论语》《尚书》等

古代典籍来说明治国之道。刘邦呵斥他说：“乃

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唇相

讥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5］114于

是，刘邦让他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和历史上治

乱的缘故。他便写下了《新语》十二篇，讨论“行

仁义、法先圣”的道理，使得刘邦不得不称善。

汉朝建立后，由于刘邦和身边的谋士、将军等人

大多出身微末小吏乃至屠狗之辈，所以对朝廷

礼仪几乎一无所知。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群臣

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帝益厌之［6］94。

秦代建立的君臣之礼荡然无存。

面对君不君臣不臣的乱象，汉初著名的儒

士叔孙通向刘邦建议，必须要通过儒家的礼仪

规范重新确立朝堂的行为规范，避免乱象继续

下去。他认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面对刘邦

的疑虑，叔孙通指出：“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

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

礼，与秦仪杂就之。”［6］98-99从中不难看出叔孙通

观点的可贵之处。一方面，每一个时代的伦理

规范随着时代的变迁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礼仪

规范是为了时代和人情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而

非本末倒置，为了礼而礼。因此，汉朝的礼仪规

范要从自身的需要入手，并非单纯的恢复上古

时期的礼制，而是采取博采众长的方针，将上古

时期与秦代的礼仪规范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

于是刘邦命叔孙通征召了山东地区的诸生三十

余人开始起草朝廷礼仪。在叔孙通的努力下，只

见朝堂肃穆，群臣俯首。刘邦看到此景，不由得

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6］101自此之

后，秦汉奠定的礼制规范成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

历朝历代奉行的基本行为规范。因此，中国传统

政治伦理思想之所以获得优势发展的地位，一方

面源于政治伦理的“实用理性”，另一方面得益于

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哪怕是带有欺骗性的。

三、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在

官方与民间中协同发展

不同于西方国家以性恶论和原罪论为基础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发展规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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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起源

则是基于性善论的儒家思想。早在上古时期，

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便成为中国政治伦理的根

本原则，上至天子、下至微末小吏无不遵循。《尚

书·夏书·五子之歌》有云：“皇祖有训，民可近，

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7］78这是当时讽

刺夏启之子太康不务朝政而被放逐，但正是这

样的政治事件更能充分体现出传统政治伦理的

取向，就是说当时已经形成民众百姓是国家之

基、社稷之本的政治伦理理念。可见，早在上古

的理念中，用来协调君臣之间、官吏与民众之间

的政治伦理规范就已经显现出了官方与民间协

同发展的特点。虽然天是一切道德的来源，天

道是统治者要遵循的根本原则。但是人道是实

现和遵循天道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到了春秋时

期，人道隶属于天道的认知和顺序发生了重大

变化。诚如《左传》所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天道尽管是根本原则，但是却

远离人间甚至缥缈不可捉摸；人道却存在于身

边的社会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而对于人

所难及的事物，又如何能知道呢？因此，在春秋

之后，人道便成为了印证统治者是否遵循天道

的重要证据。换言之，人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了天道的决定因素，由此伦理道德更加使民众

受益。先秦时期，尽管法家依靠着相关思想短

时期内便可实现富国强兵，其代表人物管仲、李

悝、商鞅等人纷纷在列国出将入相，大获成功。

不过，在战国晚期荀子的著作中，处处碰壁、周

游列国几乎一无所获的儒家却被其列入了“显

学”的范畴。这充分说明，先秦各诸侯国的君主

尽管大多信奉法家思想，但都意识到儒家倡导

的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性。只有民

众和统治者上下一心，才能够为国家创造更多

的粮食、布帛以及其他财富，才能够为国家提供

更多的军队。

儒家思想由民间思想成为官方思想，进而

成为两千多年政治伦理的主导思想，也印证了

官方与民间协同发展的思想轨迹。儒家创始人

孔子将我国政治伦理的最终目标憧憬为一个理

想境界：天下大同。其将这一理想境界描述为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

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8］142。而实现天下大同的关键，在于统治者

要能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孔子看来，统

治者能否取信于民，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

在孔子“仁”的基础上，孟子明确提出了统治者

应当推行“仁政”的观点，从而提高了民众在国

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一步提高了统治

者的道德义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

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

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3］288刘邦立国

之后，尽管主要采纳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但

其目的依然是为了休养生息，尽量减少人民的

各项负担，进而逐步恢复国力、巩固统治。在这

点上，道家与儒家思想的目标是一致的。汉文

帝时期，倡导统治者通过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来实现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逐步得到了官方的

认可。根据一些学者的考据［9］173，官拜长沙王太

傅、多次被汉文帝召见的贾谊，从官方的角度率

先阐述了官吏为民服务的利害关系，“故夫民

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

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民苦之，则

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

民唱，然后和之”（《新书·大政下》）。这是贾谊

的一个创举，也是传统政治伦理的一个进步，用

十分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深刻阐述了“官”与

“民”之间的辩证关系，把“王”对于民众的依赖

扩展到国、君、吏对民的思想依赖。到了汉武帝

时期，尽管出于实现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在对先

秦传统儒家思想的改造中更多强调三纲五常、

借以推崇汉武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依然保留

了孔孟倡导的关于统治者进行道德修养的很多

内容。

贞观后期面对四海升平的局面，唐太宗开

始大兴土木，名臣魏征上疏劝谏其要居安思危，

这就是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文中指出：“臣

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

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

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

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10］魏

征认为，统治者对民众实施的仁政，和树木的根

本以及泉水的源头一样重要。北宋中期大儒张

载，在汉唐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统治者的

道德义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被近代哲学家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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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兰总结为“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儒学所

代表的官方伦理思想而言，宋代包括二程和张

载在内的北宋五子，以及南宋朱熹，则把汉唐以

来的儒学拓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张载所

谓的“为万世开太平”，所表达的是先儒也是宋

儒的永恒政治理想，民胞物与，全体归仁，让困

惑无明的现代人重新回归率性诚明的人类精神

家园。横渠四句也成为宋元以来历代士人不论

为官还是为学所遵循的重要政治伦理价值观。

所以，中国政治伦理思想总是在“官人”与“仕

人”之间互动中得以发展。

四、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在

思想争鸣中创新发展

思想只有在争鸣中创新，也只有在创新中

才能发展。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发展史，春秋战

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伦理思想最集中、最

丰富、论战最激烈的时期，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我

国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政治伦理理念并非一味

的“法先王”或厚古薄今，而是能依据时代变化

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

有针对性的扬弃，使得固有的政治伦理思想在

争鸣中被有效继承的同时实现了创新发展。春

秋战国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第一次面临巨大变

化。通过两次东征，周公旦基本消除了原殷商

属地和部分诸侯的反叛势力，从根本上改变了

夏商时期类似邦联的政治组织形式，从而真正

将天下诸侯的任免权与合法性掌握在了自己手

中。在此基础上，根据西周甲骨文、铭文和现有

文献的记载，为了维系宗法制度，商朝时期并不

常见的“德”字已经司空见惯。周人不仅在德字

的构成上增加了“心”，而且将德与正、明、敬等

一起使用，将德上升到了关系国运的高度。这

便是西周王朝封建宗法制度的根基。以德治为

核心的封建政治伦理成为封建宗法制度的指导

理念。然而，随着周平王东迁洛阳，天子式微，

已经逐渐沦落为天下名义上的共主。原有封建

宗法制度对各诸侯国权利义务的约束基本消

失，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礼制逐渐解体。道德

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征战

成为常态。

当此同时，各派学者秉承学而优则仕的理

念，带着如何实现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重新

建立起对各诸侯国行之有效的约束体系的思

考，进入了百家争鸣的阶段。各学派之中，又以

儒墨道法四家最令人称道。不过，四家学派之

中，道家希望通过统治者的清心寡欲来实现无

为而治，显得最为消极。诚如萧公权先生所言，

老子近乎放任，庄子又接近无政府主义，既不符

合统治者的需要也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发展趋

势［11］7。因此道家思想并没有在各诸侯国引起

重视。墨家尽管能够通过守城的技术来帮助一

些弱小的诸侯国，然而其倡导的类似基督教无

差别的爱的主张，在中国自古以血缘关系来确

定远近亲疏的历史背景下注定不可能得到统治

者甚至老百姓的认同，影响力同样有限。四派

之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最为正统。孔孟为了

宣扬儒家主张，皆周游列国，认为统治者应当意

识到与土地和军队相比，人心更为根本也更为

重要。而要争取人心，依靠严刑峻法显然不如

依靠恢复西周的德治主义传统，从而让整个社

会和国家，实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共（拱）之”的理想境界。不过，儒家主张看

似合理，却没有为统治者解决最根本的难题，即

面对敌国重兵压境，弱小国家的统治者如何通

过仁政和德治来化解城破国灭的危机。由于无

法实现道德的有效性，孔孟尽管周游列国时都

受到了礼遇，却始终没有真正获得各诸侯国的

重用，到处碰壁。

相对于道家的消极和儒家的说教，法家的

先驱者管仲则对整个天下秩序如何重新恢复，

以及诸侯国如何保境安民、尤其是保住宗庙和

祠堂，给出了一个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全新政

治伦理思想。首先，管仲并没有否定西周以来

的德治主义传统，而是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12］。其次，要实现物质的富

足，在当时生产力颇为落后的情况下仅仅依靠

农业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他倡导士农工商四民

各安其处、各司其事，世代相承，避免发生混

乱。最后，在诸侯国实力增长的同时，以“尊王

攘夷”为口号，通过打着尊崇周天子的名义协调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发展规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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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诸侯国的矛盾，打击周边的异族部落，来实现

中原秩序的稳定，从而以实力彰显德行，获得各

诸侯国的服从。不难发现，管仲的法家思想并

非是摒弃儒道，单纯主张严刑峻法，而是在某种

程度上吸取了儒家仁政与德治主义的伦理观

念，以及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的思想，既恢复

了西周时期的安定秩序，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

了夏商时期的霸主格局。正因如此，管仲富国

强兵的伦理思想引领了整个春秋时期两百多年

的争霸格局与各国的改革道路。战国初期，管

仲富国强兵的法家思想经李悝著述的《法经》而

发扬光大，直接导致了战国时期各国期盼通过

变法实现富强的改革思路。尤其是卫国人公

孙鞅携《法经》西入秦国，历经十九年让秦国从

西部边陲的弱小国家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西方

强国。

以商鞅变法为基础，秦国始终坚持法家富

国强兵理念，先后历经七代君主，至秦王嬴政最

终灭掉山东六国，一统华夏。尽管秦国十五年

之后灭亡，但刘邦在建立西汉政治体制的时候

亦部分承袭了秦朝体制。西汉武帝时期通过儒

士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彻底改造，杂糅并

吸取了阴阳五行和法家等各派思想，使得先秦

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期某种程度上实现

了百家合一的效果。这种由董仲舒首倡，汉武

帝认可的全新的以外儒内法为核心、并吸取一

定阴阳五行学说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接下来两

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董仲舒等两汉大儒虽

然奠定了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框架，但在

往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无数次的理论挑

战，特别是佛教的传入，以及明清之际西方文化

开始的冲击，都显示出其在争鸣中求创新的发

展轨迹。当然，这种争鸣往往是“内部性”的反

思，抑或是同质异体之间的碰撞，缺少外部性参

照，但也不失为一种思想发展的模式。

五、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在

文化变革中开放发展

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

并非是完全的封闭的，而是随着整个文化的变

更在开放发展。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

国的文明未曾中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

于中华文明拥有强大的兼容并蓄的能力。在几

千年的文化演进中，黄河流域的中原先民和周

边部族不断的聚居和融合，逐渐形成了灿烂的

中华文明。譬如在音乐领域，笛子、琵琶、箜篌、

胡琴、羯鼓、腰鼓就是先后从少数民族地区引入

的。尽管早在春秋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由于文

明程度较为先进，为显示自身的正统地位，各国

史书习惯于将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称之为夷

狄。不过，中原文化并未采取对立或者隔绝的

态度，而是主张开放包容。孔子就认为，只要进

行了道德教化，“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

夷狄，不可弃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世界观

与国家治理就已经蕴含了宝贵的平等主义价值

观念。春秋早期，身处南方荆楚之地的楚国，一

向被视为蛮夷之国。不过，随着齐桓公“尊王攘

夷”的推行，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不

断加强，中原文化也不断向四周传播。到了楚

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华

夏文化的一部分。楚人也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原

的文化观念，与中原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

别。邲之战，晋军大败，楚庄王与鲁、秦、宋、陈、

卫、郑、齐、曹等中原各路诸侯在今山东泰安西

侧的蜀举行会盟。通过此次会盟，楚庄王紧随

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主地位被正式确认。自

此，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楚国

终于成为中原承认的霸主。之后历朝历代的史

书在记载春秋五霸时，一直将楚庄王与齐桓公

和晋文公一道位列其中。这也显示了中原文化

对楚国的接纳，认为其通过学习和接受中原文

化，实现了从蛮夷向华夏的转变。

到了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力图重新建立统

一国家的格局愈加明显。为了增强本国实力并

且在国际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各国君主对游

走于列国的客卿所提出的诸如合纵、连横、远交

近攻等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理念大都采取了

开放的态度。于是，平民出身的苏秦能够身佩

六国相印，联合各路诸侯共同对抗秦国；主张连

横的张仪能够在一河之隔，数百年争战不休的

秦国与魏国均出任相国。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

一统华夏，中原文化向南延伸到了南海之滨，向

北则延伸到了阴山脚下。自此之后，正史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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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均不再将边疆地区称呼为蛮荒之地，而是

按照地理分布称之为岭南、云贵、陇西等，同样

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式发展。

两汉之际，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我

国。由于佛教倡导的出家修行与四大皆空等理

念从根本上断绝了与家人、君主、朋友以及社会

的基本伦理关系，与秦汉以来以三纲五常为核

心的儒家思想是严重对立的。因此从这个角度

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难以实现的。不过，由

于东汉的灭亡，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

和大动荡时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

重威胁和挑战。佛教与当时流行的方术以及魏

晋玄学一道，逐渐获得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欢

迎，从宫廷传播至民间。在传播佛学思想的同

时，佛教也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尤其是魏晋

时期玄学在统治者和士人阶层中广为流行，佛

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语来比喻佛

教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

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同时

佛教宣扬的因果循环报应说与儒家的善恶观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相通的。

自晋元帝司马睿东渡建康至宋齐梁陈，由

于常年战乱，民众客观上需要精神层面的寄托

和慰藉，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与统治地位，

同样需要类似玄学的伦理思想出现。佛教在中

国有了广泛的传播，在民间日益深入。在一段

时期，佛教的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本土的道教

以及儒家思想。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当属南朝梁

武帝萧衍。萧衍建立南梁后，定佛教为国教。

为了推动佛教的兴盛，萧衍一生花费大量的金

钱在全国各地修造了几千所顶级的寺庙，同时

供养了十多万名僧人，用来供奉神明，并让众人

们每逢节日时都前去朝拜。萧衍一生数次舍身

出家，并把大量的宫人和土地贡献给寺庙，朝中

大臣们前前后后筹集了四万万钱财为其赎身。

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传播，到隋唐后，

达到了鼎盛，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

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

趋势，涌现出诸多中国化佛教，如天台宗、三论

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

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

流派。至此，佛教的中国化正式完成。

不过，随着佛教的日益兴盛，中国原有文化

与印度佛教文化亦发生过矛盾与冲突，究其原

因，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伦理方面

的问题，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当时思想门派

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东晋

末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

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与此同时，随着寺庙

和出家僧人越来越多，能够从事农业生产、手工

业和军事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同时很多寺庙

在朝廷的支持下占有大量耕地，僧人本身不但

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历代寺庙都能够免除朝

廷的劳役和徭役，更对人民群众的思想产生重

要影响。因此，很多统治者认为佛教的发展威

胁到了国家的农业、财政、经济乃至政权稳定。

为了消除佛教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著名

的“三武灭佛”。三武灭佛对当时蓬勃发展的佛

教产生了沉重打击。北宋之后佛教主要流传的

是禅宗，这一时期随着北宋五子对儒学思想的

倡导，儒释道三教在对立、论战了数个世纪之

后，不仅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

之间也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为主体

的政治伦理思想，虽然儒学为主流，同时也吸收

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此后，无论心学

还是理学，均在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两个层面

形成了修身养性与规章治理的独特思想传统。

直至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中国人开始接

受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政治伦理理念，中国

政治伦理思想进行现代转型，表现出一股强劲

的发展动力。

结 语

政治伦理思想是对政治伦理现象的观念性

把握而形成的系统、稳定的认识，可以是专门化

的，也可以是分散在其他思想文献当中。中国

政治伦理思想史是一门专门化通史，如果说一

切通史的总问题都在于通某一领域、某一方面

或某一考察对象的“古今之变”，那么中国政治

伦理思想通史的总问题则在于通古今政治伦理

思想之变，即澄明中国自古及今的所有政治伦

理思想所形成的谱系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变

化规律。对于思想发展规律可以做两种理解：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发展规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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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历史学的理解，认为思想发展本身存在一

种客观的规律；另一种是解释学的理解，即如果

说思想发展存在某种规律，那也是思想被解释

的结果，或者说是被认识规律所赋予的。我们

主张第一种理解。尽管如今观念史研究与新史

学研究方法方兴未艾，但我们还是认为思想与

社会的互动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遵循，离开了

社会历史的发展谈思想的发展，总有被“悬空”

的感觉。上述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几

个基本规律或规律性特征，既反映了人类思想

发展的一般性，也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

性。一般性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立场与方法；独特性就是

社会文化发展的民族差异性的客观事实。认识

和把握规律是为更好地利用规律，服务于现实

与当下。这就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

进行系统研究并揭示其规律，为国家治理提供

史鉴；就是通过呈现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

脉络，厘清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

与历史进路，提炼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从

思想史维度揭示我国政治伦理思想引领政治生

活的机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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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La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thical
Thoughts

Li Jianhua and Niu Le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thical thoughts is a complex historical process
intertwined with multiple factors,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to follow, on the contrary，it shows many
regular characteristics. First of all,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thics is almost
synchroniz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because thoughts and social life constitute an interaction;
Furthermore, though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thics appear as an advantage in the entire process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Becaus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ethical culture essentially, and political ethical
culture dominates in ethical culture; Moreover,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ethical thoughts is dominated by
orthodox ideas, it also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last
but not least,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thical thoughts is not the crystallization of“One Man’s View”, but the
result of the collision of many ideas, achiev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Although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thical thoughts is mainly based on Confucianism, it has achieved open
development in al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s,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modern times to achieve a certain
degree of“confluence”with Western political ethical mind.

Key words: political ethical thoughts; basic principle; eth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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